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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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是否都起到预期的效果，以及“双碳”目标设立后中国有关环境规制的问题，分别从环境规制的概念、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3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结果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抑制效应和绿色悖论展开，聚焦环境规制通过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外商投资3种路径影响碳排放，探讨如何发挥市场激励型和非政府环境规制等环境规制工具有效性以及提出选择规制工具时要考虑区域和行业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双碳”目标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研究应重点探讨如何避免绿色悖论、发挥倒逼效应，同时考虑差异化政策制定、CO2与其他污染物协同减排以及环境规制对碳总量减排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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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wheth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the expected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ual-carbon" targe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ree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cep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revolves around the inhibition effect and green paradox, focuses on three ways of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hrough whic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s carbon emissions. Meanwhil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discusses how to give play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tools such as market incentives and non-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poses to take regional and industry differences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using regulatory tool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oal of "double-carbon", the research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hould focus on how to avoid green paradox and exert the coercive effect, and consider the formulation of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the coordinated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 and other pollutants, and the reduction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s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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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内根据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且通常不分段落。否则，应独立成章】
为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中国在2015年的巴黎会议中承诺，到2030年左右CO2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并强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并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政府一系列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是指为了限制过度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一切政策、法律及其实施过程。碳排放行为是典型的经济负外部性，在消耗公共碳排放空间时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导致市场机制在调控碳排放行为时是失灵的，需要通过制定规则对生产碳排放的活动进行补充限制。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环境规制措施限制碳排放，然而，不合理的环境规制非但不能抑制碳排放，还可能导致其总量增加。Sinn[1]提出绿色悖论（green paradox），认为限制气候变化规制措施可能会加重气候变暖，因为气候政策会产生未来减少化石能源使用的预期，导致短期化石能源价格下降，从而引发化石能源过量使用，进而加速累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这引发了学术界对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有效性的关注。实际上，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排放总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京都议定书》作为典型的环境规制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尽管其中存在多种原因，但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力较弱是一个普遍的共识[3, 4] 【引用不规范，主要引用文献3还是文献4？抑或是笔者自己分析有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中国，中国区域之间发展差异巨大，规制效果可能会随地域呈现差异性；另外，“双碳”目标设立之前，中国从未采用环境规制手段直接约束碳排放总量，而是采取强度减排的规制手段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碳排放强度，而约束目标的变化对环境规制的制定产生了新的要求。为此，本研究从环境规制的定义与类型入手，综述当前关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为“双碳”目标下中国环境规制的研究提供参考。
1 “环境规制”概念内涵
1.1  环境规制的定义
    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的含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根据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由于生态和环境资源具有较强的公共资源属性，在产权所有权人不明晰的情形下，市场无法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引起资源匮乏；另外，生产活动所造成的污染排放具有负外部性，会对公共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但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补标引著录来源文献】。为解决环境资源使用效率低和负外部性问题，政府需要以非市场途径进行直接干预。
环境规制最初被定义为：政府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引起的外部不经济性而制定的政策与实施的强制手段[5]。政府通过制定排放标准、生产工艺标准等方法，强制生产者控制排放行为，这些手段可以直接有效地实现减排，但由于忽略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理，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成本有效性，因此，政府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机制的灵活性，使用排污费、环保补贴等经济手段减少规制的运行成本。这些经济手段和利用市场机制的政策是通过扩充环境规制对生产者行为进行管理和制约[6]。随后，治理民主化推进形成了社会规范层面的非政府治理，非政府环保组织开始在环境保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制定了生态标签、ISO14001环境管理认证体系等自愿遵循的标准。尽管这些标准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并允许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实施差别化的标准，给了企业自由裁量的空间。这种非正式的标准手段成为环境规制的一种新的补充[7]。现有环境规制在经历两次拓展之后，规制的主体从政府逐渐拓展到组织和公众，形成了一种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约束污染产生行为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行为[8]。
1.2环境规制的类型
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当前学术界在环境规制的分类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1）。部分学者如高志刚等[9]、孙慧等[10]从提出规制的主体进行区分，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类，强调规制手段的实施效力。其中，正式环境规制由政府部门及其相关机构主导；非正式环境规制是指环保组织、公众自发向环境污染企业发起的环保协议、监督等行为，是一种非政府部门参与的环境治理行为规范[11]。赵玉民等[8]从规制形式对环境规制进行了划分，将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对生产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标准、协议等真实存在的环境规制手段定义为显性环境规制；隐藏在公众思想和行动中，难以被量化定义但却能产生实际影响的为隐性环境规制，如环保观念、环保意识、环保认知等。郭进[12]从环境规制作用的时间节点出发，将环境规制划分为事先引导型和事后惩罚型，其中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和地方性法规制度等在企业进行污染排放前的规制行为属于事前引导型规制，而企业出现污染行为之后政府对企业的处罚行为则是事后惩罚型规制。工具类型分类是当前研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Lyon等[7]、彭星等[13]、王红梅[14]、Iraldo等[15]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以及自愿型环境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为保护环境制定的法律、法规章程和标准，以及对生产活动进行直接管理和强制监督行为，如排污限额、环境准入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利用补贴和收费等市场化手段，推动企业在排污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自主选择，从而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主要指利用社会舆论监督、企业道德压力等措施间接促进被规制对象执行相应的环保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自愿型规制工具则指居民、企业、民间组织基于对环境问题的深刻认识，在生产和生活中自觉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和浪费行为。
表1 不同研究视角下的环境规制分类
	研究视角
	类型
	规制主体
	规制形式

	规制主体
	正式环境规制
	政府及相关机构
	政策、法律、章程和标准

	
	非正式环境规制
	社会组织、公众个体
	对环境破坏行为的监督、抗议、投诉等行为

	规制时点
	事前引导型规制
	政府及相关机构
	在企业污染行为之前的约束手段

	
	事后惩罚型规制
	政府及相关机构
	在企业污染行为之后的惩罚手段

	规制形式
	显性环境规制
	政府及相关机构
	政策、法律、章程和标准

	
	隐性环境规制
	社会组织或公众
	对公众行为产生影响的环保思想、环保意识等

	规制工具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政府及相关机构
	立法、行政部门制定的环保法规或政策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政府及相关机构
	排污交易、排污费等市场经济工具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
	政府及相关机构、公众
	居民与政府部门的互动行为

	
	自愿型环境规制
	社会组织、排污企业
	社会组织或企业提出的环境保护协议、标准


  
综上所述，执行成本是推进环境规制演化的主要驱动力。高额的环境监管成本迫使政府不得不转向采取更加可行的经济手段，客观上促进了环境规制的发展。环境规制的提出主体多元化，分担了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职能，减少了政府的监管成本；规制形式的多元化给生产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空间，有助于实现排污企业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博弈均衡，促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
2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研究进展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机理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最初学者们认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但在实际观察中，并非所有环境规制都起到设想的作用，部分学者由此质疑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
2.1 环境规制的抑制效应
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可分为直接抑制和间接抑制。直接抑制指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通过制定产品和行业的碳排放标准，或限制使用高污染低效率的化石能源直接限排；同时，也可以通过增加征税的方式增加化石能源的生产使用成本，减少化石能源需求，促使企业转向使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环境规制不仅能直接抑制碳排放，还可以通过调节经济活动间接抑制碳排放。其中，最著名的观点为波特假说（Porter’s hypothesis），由哈佛大学的Porter[16]提出，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和环保技术升级，技术革新带来的成本下降有可能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原因在于：（1）企业受到环境规制约束时会正确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为企业改进技术提供方向；（2）环境规制可以增强企业在生产时的环保意识，由此减少环保压力引发的投资不确定性；（3）环境规制会引发公众环保需求觉醒，增加绿色产品的需求，提前实现绿色化生产的企业会更受市场欢迎，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2.2环境规制与绿色悖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难以真正抑制碳排放量，反而会促进碳排放量。如绿色悖论理论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会导致化石能源加速开采行为，进而导致短期过量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因为过度严苛的能源政策及政策宣布与执行之间的时差会使化石燃料供应方对未来产生悲观的预期，造成化石燃料供应方在当下向市场投入大量的化石燃料，引起市场上化石燃料价格下降，最终导致短期过量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1]。之后，大量研究对“绿色悖论”进行了解释，主要包括两个角度。第一种角度是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解释。霍特林定理认为，当开采不可再生资源的价格增长率等于贴现率的情况下，资源所有者对于把资源保存在地下与开采出来没有选择偏好[17]。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会使资源所有者的资源开采成本变高，资源价格下降的预期迫使资源所有者提前开采能源，提高当期收益的选择；Van der Ploeg等[18]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并认为化石能源供给侧对环境规制的响应会使能源所有者提前开采能源，加速能源耗竭和碳排放上升。在此基础上，Van Der Werf 等[19]进一步研究了绿色悖论，并将其【指代不明】分为弱效应和强效应，弱效应是指不完善的环境政策对短期碳排放增强效应，强效应则着重于强调不完善的环境政策对气候变化未来损失的净现值增加效应。第二种角度是从碳减排政策自身的设计缺陷上进行解释。首先聚焦于政策公布时的宣示效应。《京都议定书》是典型的环境规制政策[20-22]【无实质性引用。不当引用】，学者们通过对比《京都议定书》签订前后主要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在1997－2012年之间不承担碳减排义务，其温室气体排放比签署协议前有显著增长，认为《京都议定书》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是近20年全球加快变暖的主要原因【补标引著录来源文献】。此外，由于先进国家的环境规制会导致当地能源价格下降，而落后国家的生产者会倾向于从这些先进国家中购进低价能源，从而造成碳溢出效应，扩大绿色悖论，导致碳泄露[23]。
综上，环境规制将导致绿色悖论还是抑制减排，抑或是存在其他形式的关联，现有理论研究尚未给出统一的答案。这种争议为实证检验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3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进展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开始于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各国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正如以上所述，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众多，环境规制可能会使这些因素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发生变化；同时，国家、地区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不同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效能。因此，如何规避环境规制产生的绿色悖论效应，发挥环境规制的抑制减排效应【？】成为当下的研究重点。近年来，学者们从规制工具的选择、规制差异化等角度入手开展了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研究的实证讨论。
3.1 碳减排规制的有效性
关于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有效性，学者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科学判断规制工具对碳减排的实施效果，能够为规制工具的改进和创新提供依据。从表2可以看出，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学术界普遍认为，在由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中，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给予企业较为宽松的自由选择权，使企业可以结合自身效益作出最优减排选择。此外，以环保认证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越来越受到关注，如张三峰等[24]、徐圆[25]、Blackman等[26]的研究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有效影响正式环境规制难以监管的中小企业，促使企业遵循基本的法律法规。但由于非正式规制政策不具备法律效力，其规制执行强度取决于企业自身，规制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张华等[11]以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对中国285个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实施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城市碳排放水平显著减少，增加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有利于碳减排工作。此外，曾婧婧等[27]、ALLEN等[28, 29]【不规范引用且与文后著录的参考文献不一致】分别证明了公众参与环境规制、自愿性环境规制均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
表2  环境规制有效性实证研究主要文献
	环境规制类型
	环境规制名称
	研究方法
	文献

	命令控制型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双重差分法（DID）
	[30]

	
	环境治理投资
	自向量回归VAR模型
	[31]

	市场激励型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控制合成法、双重差分法、“控制合成法+排列检验法”
	[32-36]

	
	环境财税政策
	GMM两步法
	[37]

	
	绿色税收
	“拓展STRIPAT模型+面板门槛模型”
	[38, 39]

	
	碳税（carbon-tax）
	引力模型
	[40-42]

	
	绿色信贷（green-credit policy）
	“STIRPAT模型+面板门槛模型”
	[43]

	非政府环境规制工具
	环境信息公开
	双重差分法
	[11]

	
	公众环境参与
	双重差分法
	[27]

	
	《京都议定书》
	双重差分法
	[44]

	
	ISO14001
	“PSM+负二项回归分析”
双重差分法
	[45, 46]



3.2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
不少学者注意到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化以及行业差异化，强调规制工具使用的灵活性。以往的研究无论是否认为环境规制会对碳减排产生积极效应，都有一个共识，即环境规制类型和作用的区域差异均会对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这类研究的切入点是建立统一框架衡量不同类型规制的有效性或相对贡献。Blackman等[47]认为发展中国家使用经济激励型规制比命令控制型规制更有优势，但薄弱的制度能力使自愿性环境规制效能影响有限。可以看出，受制于区域的经济技术基础以及制度体制，环境规制工具的规制效果效能和作用路径均不相同。王馨康等[48]通过探究环境规制中的排污费和环保补贴对中国不同省份的影响，发现在东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政策均可以有效地促进碳减排，而排污费政策在西部地区产生了绿色悖论效应。杨盛东等[49]则以东北三省地级市作为实证案例，探究了3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均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而经济型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并不显著。资源禀赋、要素投入结构等会导致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碳排放作用效果产生显著差异，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个角度。一是特定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如刘传江等[50]将工业部门划分为高碳密集型行业、中碳密集型行业和低碳密集型行业，认为高碳密集型和中碳密集型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碳排放呈“U”型关系，而低碳密集型产业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二是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特定行业的影响。Mandal[51]以印度水泥行业作为研究案例发现，环境规制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但在行业内部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杨亚萍等[52]认为费用性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中国旅游业碳排放存在双重阈值效应，两种环境规制对中国中部地区的旅游业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
3.3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作用路径
[bookmark: _Hlk82202680]    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低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外商投资三方面影响碳排放（见图1）。学者们对环境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影响的观点存分歧，主要以验证波特假说展开。Rubashkina等[53]、原毅军等[54]、Calel等[55]认为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激励机制直接促进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根据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会激励受规制的企业降低成本，促使其调整生产模式以降低碳排放强度[56, 57]【引用不规范，主要引用文献56还是文献57？抑或是笔者自己分析有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这种激励在市场激励型规制下更为明显[35]。而另一派责成相反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严重损害[58]，环境规制致使环境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根据遵循成本效应，会挤出企业的研发资金，从而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59]。
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间接抑制碳排放。现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碳排放影响存在差异。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区域内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会受到抑制，从而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向有利于环境友好的服务产业发展，间接减少碳排放。Kolstad等[60]的研究显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阻止高污染产业进入，而对污染程度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伴随着高耗能和高污染，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遵循成本会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门槛；而高精尖产业、服务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污染和能耗强度较低，受到环境规制的冲击较小，使区域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通过外商投资（FDI）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存在3种情形，其中一种是通过FDI途径的国外输入型碳排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61]。由于发达国家环境规制强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产业倾向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降低生产成本，即“污染天堂”假说。Muhammad等[62]、Hoffmann等[63]、刘倩等[64]以多个发展中国家为案例验证了该假说，并指出这种影响在低收入国家更为显著；但Gse等[65]、李金凯等[66]认为环境规制通过FDI产生“污染光环”效应，外资企业可以为投资区域带来更为先进的绿色清洁技术，并通过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提升区域的环保技术水平，从而有利于区域碳减排。此外，高远东等[67]、李子豪[68]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验证了FDI对中国碳排放的门槛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FDI对碳排放的影响从明显增加转为显著抑制。
【图1中，“遵循成本”的双引号去掉；二氧化碳修改为CO2】
[image: ]
图1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路径

4 未来研究展望
（1）规制异质性、空间差异是当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研究实证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但如何跨越门槛规避绿色悖论实现抑制减排，其中的作用机理和路径仍有待研究；同时，制定区域规制方案不仅要考虑环境规制工具是否科学，还要统筹考虑各国和各地区之间文化、经济等的差异，具体如何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方案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2）CO2的空间外溢性和排放企业的区域流动性会使各自为政的区域治理模式效率低下，因此CO2的治理需要各个区域之间的共同协作，但对区域间的环境规制联动协同机制及协同治理的研究不多。不同区际之间资源优势与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差异性，导致区际之间碳减排能力存在不平衡，这就要求区际之间协同减排，否则只要某个区域不遵守环境规制或技术创新相对落后，则会产生短板效应，影响整体的减排能力。然而，关于区际之间碳排放联动治理的研究还不多。
[bookmark: _Hlk82203614]（3）“零碳”是中国未来的整体目标，并非要求各区域均要实现碳中和，而是要各区域之间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减碳增汇目标，这意味着地区之间在制定目标时将产生博弈。以往地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博弈研究主要集中雾霾、SO2等污染物排放量方面，针对碳排放的相对较少。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结构配置以及相关激励机制都不同于西方国家，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机制也有显著差异，但现有研究还未深入探讨“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的效用，特别是如何立足中国体制机制构建有效可行目标函数，以更好地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
（4）“双碳”目标之前，中国从未采用总量控制的手段约束碳排放，而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方式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效率减排政策，现有环境规制手段能否削减碳总量仍有待讨论；同时“双碳”目标的实现不光有赖于削减，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增汇，有必要将增汇效应纳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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